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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侧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胡澎 

  “贤妻良母”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既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它有时代表一种女性形象，有时又代
表一种思想。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内涵对它有不同的阐述。有时它被当作塑造女性的最高标准，有时又
被看作是封建的、腐朽的，是妇女解放的极大阻碍。本文研究的近代日本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从字面上看
“贤妻良母”似乎与儒教对妇女的要求—“妇德”、“节妇”、“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是一脉相承的。传统观点认为贤妻
良母思想是漫长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桎梏，代表“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但我们知道一个词汇从诞生起内涵和外延就在不断变
化，我们不能将“贤妻良母”这一词用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而应将其放到它产生的时代，特别是分析它在当时时代的意义，才
能更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它。 
  日本“新女性”这一词汇诞生于20世纪初，是针对于因袭封建传统，遵循旧思想、旧伦理观念、旧道德的传统女性而言的，
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一批女性新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新女性”与“贤妻良母”是两个既相互关连，又
互为矛盾，有时又相当对立的词汇，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贤妻良母”与 “新女性”为代表的两种思想蕴涵了什么
样的含义？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日本妇女解放思想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 

一、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演变的。在贤妻良母思想诞生之前，妇女一直是被忽视、被压迫的一个性
别，她的命运是被别人所决定的。明治以前日本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是四妇，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其中妇德最受重视。
如《女大学宝箱》（一般称《女大学》）通篇强调的都是女性作为妻子和儿媳的道德，强调对公婆的顺从、孝顺，对丈夫的服
侍。女性存在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妻子和媳妇的角色上，江户时期妇女不过是繁衍后代的工具。母亲对女儿的“妇德、妇言、妇
容、妇工”方面的教育尚可担负，但对儿子的教育则完全由父亲来承担。象一些武士家庭，在知识和礼节上对儿子的教育是父亲
的重要职责。因此，明治以前传统对女性的要求不是“贤妻良母”，而只是狭义、传统的“贤妻”。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建设近代
化的国家，培养近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广泛关注。在对妇女“贤妻” 的传统要求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贤
妻”的内容，即“内助之功”和“良母”的要求。不仅要求妇女孝顺公婆、伺候丈夫，还首次将教育孩子、操持家务、管理家政
的责任赋予了女性。当时已婚妇女理想是做一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丈夫的贤内助。 
  贤妻良母思想的产生与日本近代的女子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治启蒙时期，日本女子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
变。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翻译介绍了大量欧美女子教育论方面的文章，不少文章论述女性不但应该是女儿的教育者，还应是儿子的
教育者。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贤妻良母思想呈现出开明的、进步的意义。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造就善良的母亲
说》一文，认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也才会有绝好的国家。造就善良的母亲关系到日本的独立、近代化的建
设、也关系到近代国民的素质。因此必须男女共同接受教育，共同进步 。 
  明确将女子教育的目标确定为“贤妻良母”，从强调母亲的作用来论及女子教育必要性的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日本第一代文
部大臣森有礼。他认为妇女对孩子来讲是“天生的教员”，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使其成为“贤妻”和“良母”，把家管理好。他于
1887年在视察歧阜县教育状况时的一次演说中说道：“国家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成败关系到
国家的安危。”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教理论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在对女子教育和要求上，女性的柔顺、温和重新受到推
崇。近代的贤妻良母思想开始转向儒教的贤妻良母思想。井上毅文部大臣1895年在《高等女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培养温良贤
淑的女性，之后的菊池大麓文部大臣推进了这一以儒教为基础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他在1902年5月召集的高等女学校校长会议
上谈道：“在我国，女子的职业……就是结婚，成为贤妻良母。”对女性的要求不重在追求知识和关心社会，而重在以贞淑、忠
孝、忍耐、协调来谋求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家的安宁。1899年创立的实践女学校和1903年创立的东京高等女学校等都是以贤妻
良母主义教育为目标的女子学校。贤妻良母主义教育通过1895年的《高等女学校章程》，1899年的《高等女学校令》在法律上得
到确立。如《高等女学校令》不但加强了女子修身教育，还增加了家务、裁缝、手工艺等课程。由此，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
近代教育体制在日本被确立了下来。明治政府认为在女子教育上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国体观念和国民道德，努力培养女性作为家庭
主妇和母亲应具备的人格。这是立足于天皇制家族国家观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理念。 
  在明治民权运动遭受挫折后，以岩本善治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他的主张带有浓厚的基
督教精神。他所描绘的是一夫一妻、夫妇平等、男女互乐的近代“家庭主义”。他认为夫妻关系应是“男子在外，女子在家，分
工经营家庭”。 他的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妇女观。19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者开始对贤妻
良母思想进行批判。明治末年，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开始被广泛地思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又向前发展了。在一战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综合性战争体制下妇女的作
用，女性在家庭以外的作用和价值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对女性家庭外的期待也处于升高趋势。这一观点也逐渐影响到女子教
育领域。随着日本女性对贤妻良母思想所规范的女性形象不满的呼声渐高，与时代相符合的新的贤妻良母思想也开始出现。女性
开始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思考不仅仅发挥家庭的作用，而是从事职业去为国家服务。 
  总之，日本在贤妻良母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男工作，女家庭”这一近代性别角色分工。这一性别分工使得女性通过家务和
育儿实现为国家服务。近代贤妻良母思想要求女性发挥贤妻和良母的作用，在家担负育儿和家务责任，并发挥贤内助的作用。强
调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作用，不仅对家庭有着意义，对国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是随着日本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定而深深地植根于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的。 



二、聚集在《青踏》周围的“新女性” 

  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杂志、报纸开始介绍关于西方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等文章。人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以妇女参政
权运动为代表的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表示了强烈的关注。“新女性”成为日本报纸、杂志热衷议论的话题。“新女性”这一
词汇最早出现于坪内逍遥1910年7月在大阪市教育委员会的一篇题为《近代剧中出现的新女性》的演讲中。 他在讲演中不仅介绍
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近代戏剧中的女主人公，也介绍了西方女性运动，并预示着日本很快就会迎来女性的觉醒时代。1911
年《东京朝日新闻》连载了一篇以《新女性》为题文章。11月坪内逍遥率领的文艺协会于帝国剧场演出了《玩偶之家》，获得巨
大的轰动效应。剧中塑造的觉醒后反叛丈夫，离开家庭的娜拉这一“新女性”形象，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 
  1911年9月女性刊物《青踏》创刊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运动光辉时代的来临。女作家们在卷首里发出了“原始女性是太阳，
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他人生存，靠他人的光芒闪烁，有着病人般苍白脸色的月亮”的不平呐喊。在《青踏》
里充满了对女性经济自立、自我实现和家庭责任难以两全的痛苦，对结婚、家族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平冢雷鸟在《中央公论》上
所写的《新女性》一诗堪称一篇新女性宣言。她这样写道：我们是新女性，是太阳，是一个人，希望拥有属于我们的生活，我们
为此而努力着。新女性不仅要摧毁构筑在男性利己心上的旧道德、旧法律，还要以日日更新的太阳之明德，在心灵上建立我们的
新宗教、新道德、新法律，去创造新世界”。 
  《青踏》从一创刊就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吸引了世人的注目，聚集在《青踏》周围形成一个整齐的“新女性”阵营。“新女
性”这一词汇经常出现在她们的文章和标题中。如《青踏》的《妇女问题》特辑中1月号中伊藤野枝的《新女性之路》、加藤绿
的《关于新女性》、长曾我部菊的《新女性的解说》等。《青踏》从创刊到1916年2月号停刊，共出版了六卷52册。在平冢雷鸟
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用一句话来表达诞生的《青踏》杂志，那就是妇女通过文艺，对封建思想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
抗。”  
  日本的“新女性”是围绕在《青踏》周围，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她们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对恋爱、结婚、家庭、性
等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青踏》创刊后，不少报纸、杂志纷纷以“新女性”为专集。在这一时期，“新女性”、“新时代的
女性”、“觉醒的女性”等词汇频繁出现。《青踏》的会员们不仅在《青踏》杂志上，还在其他刊物的“新女性”专集中发表了
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新女性”们的思想和行动被广泛宣传，影响逐渐扩大，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平冢曾这样阐述
道：“那个运动，我想可以这样认为，一开始是作为抒发自己内心的运动而产生的，是迄今为止一直被窒息被压抑的女性自我的
爆发，是凭借《青踏》这一出口喷涌而出的精神上的妇女运动。在那依旧弥漫封建思想、氛围、传统束缚的时代，女性发出了觉
醒的呐喊，运动从这里出发有着十二分的意义。”  

三、贤妻良母思想和“新女性”是时代的产物 

  日本的贤妻良母思想产生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国家与家族的新型关系。明治政权确立了日本作为天皇制的国家，要求政府
不但要对政治机构进行重新的建构，还要介入国民生活、国民的精神构造乃至价值观等方面。于是在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之后第
二年便颁布了规范国民道德的《教育敕语》。将女性角色规范在妻子和母亲范围内的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国民的要求扎根
下来。 
日本“新女性”的产生受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西方妇女运动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撰写的《女权辩
护》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869年出版的《妇女的屈从地位》这两部书对英国妇女地位进行了分析，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
了抨击，在当时具有革命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倍倍尔的《妇女论》出版于1879年，社会主义者认为要想赢得妇女解放，必须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首先开始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之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始了妇女解
放运动。因此，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主要是与反封建运动相结合的，追求男女平
等，争取以妇女选举权为首的与男人平等的政治权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国家妇女基本上争取到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
利。然而20世纪初在遥远的东方—日本，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女性权益还属于新思想。 
  日本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西方妇女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它又不仅仅是对西方妇女运动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植于日本近代化
的土壤，即明治开国以来的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日本近代产业产生、发展相伴随的妇女就业的兴起。明治时期施行义务教育，
男女就学率逐渐接近。1899年《高等女学校令》公布后，女子学校每年都呈增加态势。1900年创立了女子英学塾（现在的津田女
子大学）和东京医学校，1901年成立了日本女子大学校、1902年成立了女子美术学校等。这些女子教育机构在提高女性知识水平
上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日本女子大学校—当时日本女性最高的教育机构的毕业生。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女性的就业范围比原先扩大了，在明治初年已经涌现了一些诸如女教师、女护士、女助产士等职业，随
着时代的发展，女银行职员，女理发师、女照相师、女店员、女记者，以及服务于政府部门、公司的女性职员等职业应运而生。
虽然当时的女性在就业数量上还属于很少一部分，报酬和待遇都很低，然而这批走向社会，取得一定经济自立的女性可称得上是
“新女性”思想最早的实践者。她们通过从事新的职业，密切了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产生了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些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新女性”思想得以萌芽的土壤，也是20世纪初日本妇女运动产生并
发展的基础。 
  20世纪初日本的妇女运动也是大正民主运动的一部分。1912年至1925年的大正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潮主要是围绕护宪运动展开
的，要求实现资产阶级立宪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扩军备战的军国主义统治。以《青踏》社为代表的日本近代的妇女运
动是当时时代产物，它的产生也是时代的要求。“新女性”们在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向封建传统秩序和陈旧的女性观发出
了挑战。 
  媒体的广泛宣传对“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妇女杂志纷纷涌现。如1901年的《女子世
界》、1902年的《妇女界》、1903年的《妇人之友》、1905年的《女子文坛》、1906年的《妇人世界》、《妇女杂志》、《女子
文艺》、1907年的《妇人之花》、《妇人俱乐部》、《世界妇人》、1910年的《妇人画报》等。杂志的内容有都市妇女生活技
巧、信息，也有喜爱文学的女性作品。新的生活观念要求妇女活动范围不仅限于家庭，还要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寻求并实现自己
的价值。这种要求与传统的家制度和天皇制产生产生冲突，孕育了妇女解放的新的思想。 

四、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在其产生时的进步意义 

1)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的一致之处 
  早期森有礼等提倡的贤妻良母思想提倡夫妻平等、相互尊重，是对蓄妾、卖淫等封建旧制度、旧习惯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
与“新女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都是对将女性置于低层的社会制度、思维习惯的反动，这两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
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发挥了女性潜在的才能。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贤妻良母主义基础上，对女性提出的
更高的要求，也表达了女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渴望。当“新女性” 倡导的妇女解放思想超越了“贤妻良母”思
想，就表现出与它的矛盾，也暴露出自身的超前性和理想色彩。在法律、政治和经济上妇女的权利被剥夺的时代，女性是难以真
正实现自由和自立的，男女平等也远不可及。因此，在家庭的范围内做一个贤妻良母，创造家庭的幸福似乎对女性而言更容易把
握和实现，这便是日本尽管在大正时期，特别是《青踏》时代，妇女运动呈现光辉色彩，但有限地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贤
妻良母仍是近代日本妇女整体的追求目标，也是当时日本社会对女性思考的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2）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女性受教育的程度 
  贤妻良母思想是与当时的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受明治文明开化期西方思潮的涌入和欧化教育的影响，当时所提倡的“贤
妻”和“良母”并不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是西洋式的“贤妻良母”。如1889年创立的私立东京女学馆堪称欧化
教育的样板，教师9人中有7人是英国女教师，里面的学习和生活也是对英国中等以上阶层生活的模仿。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民
族主义情绪高扬，一些政界、思想界和教育界人事认识到如果不改变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的现状，日本便无法与西方列强竞
争。为了增强国力，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广泛议论“女学振兴”的必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官公立和私立女学校、中等女
子学校、高等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出现。据《图表 近代日本史》的图表曲线表示，女子就学率从1895年的40%左右上升到
1905年的90%左右 。由此可见，以贤妻良母主义为教育方针的日本女子教育，对提高日本女子素质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母亲素质
的提高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 

3）贤妻良母思想提高了日本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日本贤妻良母思想这一教育目标在振兴女子教育、促进女子教育普及的同时，强调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和行为规
范，提高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地位。在日本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家族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父权家长制。“男主外，女主
内”只是规范了妇女的活动空间，但妇女并没有做到“主内”， 男性家长既“主外”又“主内”，在家庭中承担家政、孩子的
教育等职责。而身份、阶层处于最底层，又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无法也不可能承担对男孩子的教育。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
以后，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逐渐被一种新的家庭模式—真正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所动摇和替代。例如，19
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向男性杂志及综合类杂志上，关于经营、管理家庭方面的文章减少，国家建设、世界经济、外交、战争等文
章增多，而越来越多面向女性的杂志陆续创刊，使得家庭、孩子等方面的话题成了针对女性的话题，这就意味着在家庭中，女性
承担起了家庭的主要角色。贤妻良母思想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女性由毫无权利变为真正的“女主内”，由完全的从
属关系，发展到表面上的对等关系，与漫长的封建时代妇女在家中毫无地位相比堪称了不起的进步。 

五、贤妻良母思想与“新女性”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对立 

  探究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渊源是不能脱离贤妻良母思想的。某种意义上来讲，贤妻良母思想的积极成分是“新女性”所倡导
的妇女解放思想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贤妻良母思想刚产生时反映了一种妇女解放的声音，有一种理想成分在里面，
与“新女性”的理想成分是一致的。 
  贤妻良母思想与女子教育联系在一起，“新女性”是以贤妻良母思想为主旨的女子教育振兴的产物，是汲取贤妻良母主义教
育的营养成长起来，又反叛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一代反传统的女性。象《青踏》会员平冢雷鸟、中野初等大都毕业于日本女子大
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女子英学塾等学校。城市职业女性多数也是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贤妻良母思想以及以此为主旨的日本
近代女子教育体制是“新女性”产生的土壤。 
  然而，当“新女性”一诞生，便与贤妻良母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教育体制产生矛盾。《青踏》创刊后遭到包括启蒙教育家津
田梅子在内的一些人士的批判和攻击。1913年4月22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也呼吁：“针对近来妇女产生违背我国以往贤妻良母
主义的不健康思想倾向，文部省应该予以取缔。”在1913年的《青踏》第三卷第四号上，平冢雷鸟在《给世界的妇女们》一文中
写道：“为何对世上大多数妇女来说-----结婚是唯一的生存之路，要全体女性都去做贤妻，做良母，这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
难道对此不应产生根本的疑问吗？”表达了对贤妻良母思想的批判。贤妻良母思想和其教育体制与《青踏》、“新女性”表现出
了鲜明的对立。贤妻良母思想寻求的是在家庭妇女的地位和职能，但对于寻求妻子、母亲角色以外的生存方式的女性来说，贤妻
良母思想无疑是一种桎梏和压抑。 

六、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的思考 

  从“贤妻良母”到“新女性”代表了日本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从萌芽到产生。男性思想家是“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
的倡导者。19世纪末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想启蒙家几乎都是男性，他们首先接受了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先进思想，意识到日
本旧有的男尊女卑观念以及家制度的弊端是妨碍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障碍。他们是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主张妇女解放的，首
次将国家的发展以及民族的昌盛与女性联系在了一起。象森有礼的《妻妾论》、福泽谕吉所倡导的男女平等论等都在改变日本人
的旧有思想观念，建立与西洋同步的新思想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时期以贤妻良母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体制的确立，显示了明
治政府、官僚以及民间启蒙思想家对妇女问题的关心。 
  以“新女性”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日本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到来。贤妻良母思想孕育了日本妇女
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进步思想的日本女性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对女性自身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
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当时有不少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关心。例如，与
谢野晶子批判旧婚姻道德虚伪性的《贞操论》于1918年被周作人翻译介绍到中国。文章中与谢野晶子对封建主义要求女子单方面
恪守贞操提出了否定和质疑。日本妇女解放思想的观点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共鸣和探讨。 
  贤妻良母思想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之上，首次承认了与妇女与丈夫、孩子相关连的存在价值，也就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
值，是“新女性”思想萌芽的土壤，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又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女性封闭在“好妻子”、“好母亲”
这一性别分工之中，把妇女的活动场所限定在了家庭，忽视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人所担负的责任和存在价值。日本历史上对贤妻
良母思想上的局限性虽有所批判，但却是不彻底的。因此，贤妻良母思想不仅在女子教育的领域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深深扎根
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日本经济建设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前贤妻良母思想被作为国家对女性生活方式的要求。战争期间，贤妻良母思想被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扭曲到了极点。日
本当局认识到没有女性的支持是不可能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于是将母性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树立了许多 “靖国之
母”、“军国之母”、“模范妻子” 的典型。当局所推崇的模范母亲和妻子就是在后方积极从事对战争体制“支持和奉献”的
女性：在港口、车站送士兵出征；给出兵国外的士兵寄慰问品、慰问信；迎接前线阵亡士兵的骨灰；到医院看望伤病士兵；将卖
废品的钱作为国防金捐献；甚至为了补充侵略战场上消耗的人口，响应国家的号召去多生孩子，为“皇国”培养、教育孩子。随
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越来越深地陷入罪恶的泥潭，日本女性也完全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国家的一部生育机器和战争机器上的一
根链条。 
  战后日本妇女获得了参政权，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升学率和就业率也有了大幅度提升，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
贤妻良母思想所代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性别分工意识依然在日本国民意识中占据主流，大量专职家庭主妇的产生和存
在就是最好的证明。专职家庭主妇阶层产生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了日本女性就业M型曲线，即毕业
后就职，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结婚、生子而辞职在家做几年专职家庭主妇，当最小的孩子上学后，再重新就职或从事临时性的工
作。日本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专职家庭主妇承担了家务劳动和养育孩子的责任，通过支持丈夫的工作，间接参与了日本经济
建设和发展。男性在工作岗位做“企业战士”，妇女在家庭做专职家庭主妇，这一男女性别分工的模式长时期存在于日本社会，
为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发挥了最大功效。由于日本在税收和交纳保险等政策上，企业在思想观念、雇用、工资待遇、晋升、工作
安排等方面均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这些不平等为妇女结婚生子后仍然做职业妇女设置了障碍。 
  今天“贤妻良母”和“新女性”这两个词汇似乎与这个时代有一定的距离感。历史的进步使得这两个词汇都被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从女性学的视点来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两种思想其实是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它涉及了妇女解放思想的实质



问题，即女性是以家庭为主，还是以社会为主？ 贤妻良母思想是对女性全部角色的要求，还是对家庭角色的要求？长期以来，
关注女性的妇女解放思想家们一直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日本战后，在围绕专职家庭主妇的是非问题上曾出现一场主妇论
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通过从事职业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女性只有走向社会才能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才能实现男女平
等、妇女解放；另一种观点认为：主妇管理家务，养育孩子是一种社会责任。专职家庭主妇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家务劳动本身
也具有经济价值，家庭劳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今日本女性已经不满足于在“家庭”或“事业”这两个角色中
进行选择，而是期望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既拥有美满的家庭，又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立足社会，发挥自身的价值。90年代
以后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女性就业率却令人不可思议地出现上升趋势，日本妇女在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上呈
现多样化特征，如“妇女创业”、“在家工作”、“自由打工者”等。这些新的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有效解决了职业与家庭之间
的矛盾，还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怀孕期和育儿期选择继续工作。 
  日本的女性学研究者和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政治家们在为构筑女性理想的生活环境，寻找一条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解
放之路而始终不懈努力着。相信只要这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存在一天，对女性生活方式的思考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贤妻良母”与“新女性”的话题和研究并未过时。 

（ 因为电脑原因，有些字体没有。《青踏》的踏字应该是“革”右边加“沓”。平冢雷鸟的“冢”左边应加“土”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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